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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 

婚姻挤压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李致江 1．21 

( 1．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2．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摘要: 通过对贵州民族地区 288 名男性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所面临的婚姻挤压较为严重，并且受经济

因素的显著影响。在该群体寻找配偶过程中，对自我感知择偶困难度有显著影响的为收入、存款和住房；对遭受歧视程度有显

著影响的分别为住房、消费与交通工具； 对遭受挫折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收入、住房和工作状况。因此，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

制、保障青年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城市住房需求是解决该群体婚姻挤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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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我国广大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作为劳动力市场上主力

军的青年农民工为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推进与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受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

制度与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青年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子女入学、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于

此，理论界、政府与社会也对以上问题给予了一定的研究和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大家都将关注和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工资

拖欠、子女入学、社会保障与市民化等问题的同时，却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近年来民族地区男性青年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越来

越严峻的婚姻挤压形势。 

受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贵州民族地区处于适婚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失衡。再加上近年来贵州民

族地区的青年女性也逐渐选择到东中部城市务工，受择偶梯度原则的影响，她们的婚姻对象更倾向于条件更好的东中部地区的

青年农民工或城市居民。双重因素叠加致使贵州民族地区婚姻市场上的适婚女性显得更为奇缺。面对着节节攀升的结婚彩礼与

不断提高的婚姻成本，缺乏经济实力的贵州民族地区男性青年农民工就成为了婚姻挤压问题的最终承担者。贵州民族地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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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农民工能否在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上找到自己的配偶，进而组成家庭，不仅对该群体自身的心理平衡、情感慰藉、自身养

老等都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人口再生产甚至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都至关重要。基于此，对贵州民族地区男性青年农民工的婚

姻挤压与经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开展深入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相关文献梳理 

婚姻挤压是指在婚姻市场上，婚龄男女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导致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现行的择偶标准找到配偶的

现象。
［1］

如果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出现适婚男性过剩和女性短缺，即为男性婚姻挤压； 相反，则为女性婚姻

挤压。婚姻挤压通常用择偶过程中遭遇的挫折程度、歧视程度与困难程度等指标来衡量。
［2］

现阶段，在我国广大民族地区农村主

要表现为男性婚姻挤压。男性婚姻挤压最终会导致部分适婚男性无法顺利找到配偶、组成家庭，最终沦为单身汉—即人口社会

学意义上的光棍。近年来民族地区不断出现并有逐渐壮大趋势的光棍群体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如贵州省毕节市响水乡拉

鲁村，全村管辖 5 个村民组，333 户，1444 人，其中仡佬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80． 6%，光棍就有 132 条。
［3］

民族地区大量光

棍群体的出现会对家庭结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极大危害。首先造成家庭功能的缺失，杨军昌认为传统家庭承担着生育、

生活、娱乐、养老等基本功能。光棍群体无法成家导致生育功能的丧失会直接影响该地区人口的再生产，此外，在我国仍依赖

“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下，该群体以后的养老问题将变的十分突出。
［4］

其次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杨斌认为“成家

立业”、“造福子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老百姓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由于无婚可结、无家可成、无子可继，“得过且过”“一人

吃饱、全家不饿”就成为了他们的人生信条。光棍群体失去了努力奋斗的力量源泉，生产动力明显不足。
［5］

最后危害社会的稳定

与和谐。刘中一认为光棍群体无法通过婚姻来满足自己性的需要，就有可能会通过强奸、通奸、嫖娼、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及

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来获得性的满足。此外、处于社会底层的大龄未婚者，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的

方式联合起来，以走私、赌博、抢劫、贩毒、绑架、贩卖人口、欺行霸市等为主要生存方式，多具有反社会的性质。
［6］ 

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所具备的经济实力，是指个体在婚姻市场上寻找配偶时所能够提供的与金钱和物质有关的各种资

源。通常用收入、消费、存款、住房等指标来衡量。
［7］

布迪厄在研究法国贝亚恩地区农民的婚姻策略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场域

中的行动者在制定和运用婚姻策略时通常考虑的三个因素，分别是资本、惯习、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其中资本是关键。布迪厄

在他所著的《实践感》一书中指出婚姻受经济因素支配，婚姻最终要使婚姻交易的双方实现物质和象征资本的最大化。
［8］

郭志刚

提出“男孩偏好”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迁移、社会经济因素是导致目前男性婚姻挤压的三大重要因素。其中社会经济

因素是影响婚姻市场变化的重要变量。
［9］

高发元、桂宇认为经济发展的差距决定了目前婚姻挤压的格局: 强势的经济环境更能吸

引作为婚姻资源的女性进入，从而使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面临着女性人口的流失。西南民族地区的很多男性在大范围的婚

姻挤压中不具备竞争优势，最终成为内地农村婚姻挤压的承担者，这些民族地区也因此成为婚姻挤压这一社会问题的末端，面

临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问题。
［10］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界定 

1．因变量: 青年农民工的婚姻挤压 

本研究中提到的青年农民工，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第二代农民工，是指 22 ～ 35 岁进城务工或经商的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员，

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和“第一代农民工”夫妇在城市生育的达到就业年龄的在城务工的青年劳动人口两类群体。

青年农民工婚姻挤压的具体量化指标如下: 

歧视程度: 是指青年农民工在寻找配偶过程中遭受的歧视程度，为定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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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程度: 是指青年农民工寻找配偶时困难度的自我认知，为定序变量。 

受挫程度: 是指青年农民工寻找配偶过程中被拒绝的次数，为定距变量。 

2．自变量: 青年农民工的经济实力 

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为自变量，其中，收入、消费、存款为定距变量，住房、交通工具、工作状况为定序变量。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3 年教育部青年课题“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挤压问题研究———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视阈”在贵州

所做的部分调查。在贵州所做调查以 22 ～ 35 岁的男性未婚青年农民工为对象，所有样本均由随机抽样得来。抽样步骤为: 先

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在贵州省抽取 5 个市州，分别为贵阳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毕节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六盘水

市； 再分别在这 5个市州首府所在地按分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4 条街道，最后对所抽取的 20 条街道的所有青年农民工进

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88 份，有效率为 96%。 

（三）研究方法 

利用统计软件 SPSS．19 对本次调查所获得的调查问卷进行处理，从而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予以分析研究。 

四、结果分析 

（一）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调查显示: 年龄方面: 22 ～ 26 岁所占比例为 56． 6%，27 ～ 31 岁的占 22． 2%，32 ～ 35 岁的占 11. 2%； 身体状况: 

身体很好占 20． 1%，身体好占 39．2%，一般占 33．4%，不好占 6．3%，很不好占 1%；文化程度方面，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最多，

为 54．5%。其次是高中，占 22．2%。接受过小学教育的所占比例较小，仅有 16%。此外，还有 7．3%的青年农民工接受过大专

教育； 从民族成分来看，汉族占 60. 6%，少数民族占 39．4%。找工作的途径: 朋友或老乡介绍占 48．3%，自己出来找占 44．4%，

企业招收占 5．2%，政府组织占 2．1%。职业构成: 建筑业占 32． 3%，制造业占 20． 5%，批发零售业占 5. 9%，居民服务与其

他服务业占 41． 3%； 未来打算: 走一步看一步的占 38． 2%，定居城市的占 30. 2%，回乡务工或创业的占 21．9%，老了再回

乡的占 5．9%，回乡务农的最少，仅有 3．8%； 拖欠或克扣工资情况，经常被拖欠或克扣的占 19．1%，偶尔被拖欠或克扣的占

58．3%，没有被拖欠或克扣的仅占 22．6%； 劳动就业合同签订情况: 从来没有签订过的占 26%，偶尔签订过的占 53．1%，经常

签订的占 20．8%； 职业技能培训方面: 从来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56．3%，偶尔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41．7%，经常

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 2．1%； 同村女性务工范围: 本省务工的占 52%，外省务工的占 48%。 

（二）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挤压状况 

1．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寻找配偶过程中遭受的歧视程度 

调查结果表明: 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或者相亲过程中遭受了较多的歧视。其中，经常遭受歧视的青年农民工占 12．5%，偶尔

遭受歧视的青年农民工占 34．7%，选择一般的占 24．7%，很少遭受歧视的青年农民工占 19．4%，没有遭受过歧视的青年农民工

仅为 8．7%。( 见表 1) 在被问到相亲或恋爱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主要原因( 限选 3 项) 时，77．8%的青年农民工选择了收入低，

64．2%的青年农民工选择了没有城市住房，45．8%的青年农民工选择了职业差。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或相亲过程中遭受的歧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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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进而有可能诱发心理或犯罪问题。 

表 1 恋爱或相亲过程中遭受的歧视程度 

歧视程度 经常 偶尔 一般 很少 没有 

百分比 12.5 34.7 24.7 19.4 8.7 

2．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寻找配偶困难度的自我感知 

调查显示: 青年农民工在寻找配偶过程中自我感知非常困难的占 11． 8%，比较困难的占 42. 7%，自我感知一般的占 38．5%，

比较容易的占 6．3%，非常容易的仅占调查总体的 0．7%，自我感知寻找配偶比较容易和非常容易加起来的比重仅为 8%。( 见表

2) 这一统计结果充分说明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群体寻找配偶非常困难。 

表 2 寻找配偶自我感知困难度 

困难程度 非常困难 比较困难 一般 比较容易 非常困难 

百分比 11.8 42.7 38.5 6.3 0.7 

3．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择偶过程中遭受挫折的程度 

数据显示: 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或相亲的过程中没有被拒绝过的占 12．2%，被拒绝 1 ～ 3 次的占 65．6%，被拒绝过 4 ～ 7 

次占总数的 20． 8%，被拒绝 8 次以上的比例为 1．4%。( 见表 3) 这一分析结果表明，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或相亲

过程中都曾遭受过或多或少的拒绝。 

表 3 恋爱或相亲过程中遭受的挫折程度 

挫折次数 0 次 1-3 次 4-7 次 8 次以上 

百分比 12.2 65.6 20.8 1.4 

（三）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实力 

从收入来看: 月收入为 0 ～ 1500 元的占 3．5%，1500～3000 元的所占比例最大，为 53．8%，3000 ～4500 元的占 25． 7%，

4500 ～ 6000 元的占 11． 8%，6000 元以上的仅为 5．2%； 消费方面: 月消费介于 0～1000 元的占 30．2%，1000 ～ 2000 元

的占 53．8%，2000～3000 元所占比例为 15%，3000 元以上仅占总数的 1%； 存款方面: 0～10 000 元的所占比最大，为 44．1%，

10 000 ～ 30 000 元的占 35．6%，30 000 ～50 000 元的占 14．5%， 50 000 元以上的占 5．8%； 住房方面: 农村木或竹房

占 28． 8%，农村砖房占 67. 2%，城市自购房占 4%； 交通工具方面: 77．4%的家庭拥有电动车或摩托车，仅有 7．6%的家庭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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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汽车。 

（四）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婚姻挤压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多元共变的分析方法来探究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实力与其遭受的婚姻挤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相应

的多元回归模型，具体数据模型见表 4。 

表 4 以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实力为自变量建立了的解释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经济实力） （因变量=受歧视程度） （因变量=感知困难度） （因变量=受挫程度） 

收入 .421 (-.722) -.433 （.001） -.453 (.008) 

消费 -.219 (-.024) .613 （-.724） .921 (.312) 

存款 .365 (-.813) -.513 （.000） .256  (.147) 

住房 .462 (-.259) -.398 （.035） -.613  (043) 

交通工具 -.198 (-.031) .653 （.812） .431  (.127) 

职业状况 -.262 (-.001) .532 （.741） -.521  (.022) 

注: 表内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值，括号内系数为显著度 Sig．值，P＜0．05。 

通过对表 4 解释模型中数据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对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择偶过程中受歧视程度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有消费( 显著度为．024) 、职业状况( 显著度

为． 001) 和交通工具( . 031) 。职业状况的回归系数最高为－．262，其次是消费水平为－．219，再次是交通工具为－．198。

数据表明: 消费与受歧视程度呈负相关，意味着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消费水平越高，其所受的歧视越少。这有可能说明青

年农民工的穿着、日常用品、娱乐等外在的物质消费以及在与女性交往过程中为了体现自己“大方”的消费越高，其遭受到的

歧视就越小。职业状况回归系数为负值，意味着青年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越好，所受到的歧视越小。印证了目前女方越来越看

重男方的职业状况与发展前景。交通工具的回归系数也为负值，意味着家庭拥有的交通工具的层次越高，遭受到的歧视就越小。

这也与目前大多数女性结婚要求男方要有汽车这一现实相吻合。 

第二，对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择偶过程中自我认知的困难度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有收入、存款、住房( 其显著度分别

为． 000、． 011 和． 035) 。从回归系数来看，收入( －．433) 与自我感知困难程度呈负相关。说明青年农民工的收入越高，

自我感知寻找配偶的困难就越小。存款( －．513) 与自我感知困难程度也呈负相关，意味着存款越丰厚的人自我认为寻找配偶

的困难越小。这与现今婚姻市场上的彩礼节节攀升有直接关系。阎海军在其《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一书中提

到的: 按照农村的婚姻习俗，从男方上门提亲、相亲、定亲、彩礼开始，直至婚礼当天，男方婚姻支付共计 15 余万元。这还不

算修房子、买家具、家电等开销，如果加上这些，没有 20 余万是结不了婚的。
［11］

住房( －．398) 与自我感知困难程度也呈负

相关，意味着家庭住房条件越好，自我感知择偶困难程度越低。 

第三，对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受挫程度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有收入、住房与职业状况。其显著度分别

为．008、．043、．022，回归系数分别为－．453、－．613、－．521，均为负值。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453，意味着收入越

高的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被女方拒绝的次数越少。住房的回归系数为－．613，意味着家庭住房条件越好的青年农民工相较

住房条件差的青年农民工被拒绝的次数更少。职业状况的回归系数为－．521，说明职业状况与受挫程度呈负相关，即职业状况

越好的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遭受的失败次数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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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大都遭受过不同程度歧视与挫折，他们自身感觉寻找配偶也越来越困难，这充分说

明该群体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婚姻挤压形势。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 适婚女性外流、经济收入较低、缺少城市商品房与职

业状况差。 

1．适婚女性外流是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婚姻挤压的宏观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贵州民族地区的女性也纷纷加入到外出务工的行列中来。调查显示，贵州民族地区男性青年农民工

的同村女性中有 48%选择了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外省务工，受择偶梯度原则的影响，外出务工的青年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地

区的青年农民工或城市居民。这就造成了贵州民族地区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资源的流失。因此，引导贵州民族地区女性务工人

员返乡实现本地就业，从而避免本地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流失就显得尤为总要。 

2．收入较低是导致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遭受婚姻挤压的重要因素 

收入是衡量青年农民工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收入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该群体在婚姻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受经济发展水

平制约、自身素质较低等因素的影响，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本就较低，再加上工资经常被克扣和

拖欠，最终导致该群体收入水平无力承担不断攀升的高额婚姻成本。因此，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保障青年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从而提高该群体的收入水平就成为当务之急。 

3．缺少城市商品房是导致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遭受婚姻挤压的硬性条件 

在城市拥有住房已经成为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选择配偶的基础条件。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对住房条件的要求已经从“70 后

瓦房、80 后砖房发展到了 90 后楼房”。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微博的收入显然无法购买城市高额的商品房。为此，应采取改

革城市住房供给结构、加大对青年农民工的购房补贴等措施以解决该群体对婚房的要求。 

4．职业状况较差是致使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遭受婚姻挤压的潜在因素 

通过对贵州民族地区部分 80 后、90 后适婚女性的访谈得知: 她们越来越看重男方的职业性质、从业环境与发展前景。受

自身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缺乏等因素的影响，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就业环境差、发展前景弱等

类型的工作。职业状况较差已经成为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遭受婚姻挤压的潜在要素。基于此，健全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

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改善其职业状况就显得刻不容缓。 

（二）对策 

1．积极引导黔籍外出女性务工人员返乡就业与创业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贵州的少数民族群众在日常的生活与劳作期间创造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与风情的工艺与技术。例

如，苗族的刺绣与银饰、布依族的蜡染、水族的马尾绣等工艺品都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刺绣、蜡染、马尾绣等具有民族特

色的传统工艺与技术恰恰是民族地区女性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就业与创业的有利土壤。但由于之前大量少数民族女性青年外出务

工，致使有些工艺与技术面临着失传和绝迹的局面。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积极引导外出女性务工人员结合本民族的特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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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从事就业或创业，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贵州民族地区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外流，而且还可以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的

工艺与技艺。此外，随着近年来民族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到民族地区体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旅游，因此

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优秀而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来推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返乡的女性青年农民工可以利用自己在外就业或

创业过程中积累的资金与经验，在饮食、交通、服务等第三产业领域开展就业、创业。在利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推动旅游

的过程中，贵州省的西江苗寨走在了前列。西江苗寨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苗寨，每年都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来到西江苗寨感

受苗族风情，品尝苗族饮食，领略苗族文化。尤其是在每年的“吃新节”“苗年”和四年一度的“鼓藏节”，大批游客来到西江，

有利带动了当地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大批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 

2．建立与健全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 

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认为，教育作为一种基本能力，其被剥夺与否，是衡量社会是否提供给

底层一条改变其命运的通道以及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得当的核心所在。更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能直接提高生活质量，还能

提高一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使其免于收入贫困。
［12］

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情况、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对于提高其收入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调查显示，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群体中从来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56．3%，偶尔接受职业技能

培训的占 41．7%，经常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 2．1%。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机

制: 首先，加快贵州民族地区职业技术院校体系建设，争取实现每个县有中专院校，每个市州地有大专院校。办学过程中，应

积极与企业和用工单位实现无缝对接，校企合作，共同办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长； 其次，对已经参

加工作的青年农民工，政府、企业、工会、社会组织等主体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开展有效的职业技

能培训，帮助该群体能够不断提升其职业技能水平，从而实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升，青年农民工收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等多重目标。 

3．完善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保障青年农民工合法权益 

李强在其《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指出，中国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

上的职业结构都是体力劳动型的，其收入明显低于总体水平，且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农民工都属于非正规就业者。因此，应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而保障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从社会公平角度看，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应得到保障，而不应仅仅保

障城市居民和正规就业者的利益。
［13］

调查显示: 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群体中经常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占 19. 1%，偶尔被拖

欠或克扣工资的占 58．3%，没有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仅占 22．6%。劳动就业合同签订情况: 从来没有签订过的占 26%，偶尔签

订过的占 53．1%，经常签订的占 20．8%。这都充分说明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过程中其正当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

障。为此，应建立青年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赋权机制，完善青年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条文等，从法律与政

策方面明确界定青年农民工应享有的权益； 应建立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惩罚机制，这就需要建立起监察执法、惩罚侵权行为

的制度与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对侵犯青年农民工权益的主体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侵权成本。让侵权主体认识到，一旦侵犯青

年农民工的相关权益，他们将会受到来自法律、行政、经济、社会信用与道德等方面的惩罚。此外，还应加强执法检查，健全

劳动合同管理制度。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的监控制度与保证金制度，保障青年农民工工资能够足额及时发放。
［14］

最后，执法部门

还应健全对青年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合同管理，因为劳动就业合同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许多青年农民工失去了维权的最佳工具，无

法获得法律救济。因此，劳动执法部门应经常对青年农民工劳动就业合同签订情况进行检查，对工资报酬、劳动条件、社会保

障、休息休假等权利制定出强制性的执行标准，从而更好地保障青年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4．扎实推进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切实保障青年农民工的住房需求。 

是否在城市拥有住房已经成为贵州民族地区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选择配偶时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然而，伴随着近十年房

地产行业的大肆扩张，贵州民族地区城市的房价与全国一道不断攀升，农民工微博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高居不下的房价。最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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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城镇住房市场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供给侧结构失衡，城市商品房严重过剩，而需求侧大量青年农民工的住房需

求却得不到满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 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 7．2 亿平方米，相当于 720 万套住房库存，创

下历史新高。目前，贵州省仅贵阳市商品房待售面积就有 900 万平米约十万套住房待售。如此巨大的房地产库存已成为当前经

济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方面，如果这一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将会积累更大金融风险。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

宜勇认为，随着城镇居民刚性住房需求的不断满足，房地产行业的去库存只能将希望放在农民工、尤其是对城市住房有强烈需

求的青年农民工群体身上。为此，我们要将房地产行业去库存与保障青年农民工住房需求结合起来: 首先，对于农民工在城市

购房的给予购房补贴。如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6 月就正式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业稳增长去库存的实施意见》。其中

规定对家庭购买90 平方米以下( 含 90 平方米) 的商品住房给予实际成交额1．5%财政补贴； 对家庭购买90 平方米以上144 平

方米( 含 144 平方米) 以下的商品住房给予实际成交额 1%财政补贴； 补贴资金由州、县( 市) 按照 2: 8 的比例共担。其次，

加大对农民工购房的金融支持力度。降低农民工贷款购买商品房的首付比例、银行对于农民工住房贷款的利息应在基准利息方

面予以下浮。再次，将在城市就业且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依法保障其享受住房公积金

政策: 一方面要鼓励农民工积极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自筹部分，另一方面也要督促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企业承担部分。政府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则要为农民工开设缴存账户、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绿色通道”。最后，借鉴成都、重庆以“宅基地换住

房”的做法，鼓励全家进城落户的农民工自愿放弃农村宅基地及其所建房屋的所有权来置换城镇社区经适房和商品房价格补贴。

这样不仅可以确保耕地面积、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优化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解决了进城青年农民在城市的住房需

求，也有助于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去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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